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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绿色农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举措，而绿色农业进入乡村却遭遇诸

多困境。通过对皖中乡村两次农业绿色项目发展实践的实地调查与对比分析，研

究发现：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发展路径为政府外力自上而下推动，项目与乡村社

会存在诸多断裂，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则由乡村精英自下而上发起，且能够在内

外互动中建立多重联系，让项目真正嵌入地方社会。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能够整

体性嵌入地方社会，主要得益于四个机制的协同作用：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的组织

整合机制、高效的技术扩散体系、稳定的市场连续体、传统生计文化的传承与活

化。发展绿色农业应在尊重农民主体性的基础上，重视市场在内激励与政府的外

在引导，发掘本土优势，探索多样化的绿色农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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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But when the green agriculture comes into the rural society, it encounters many 

difficulties.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practices 

of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village of central Anhui provi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exogenous green agriculture project is 

promoted from top to bottom by external forces from government, and there are many 

breaks between the project and rural society. The endogenous green agriculture 

project is initiated from bottom to top by rural elites, and can establish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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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so as to truly 

embed the project into local society. Endogenous green agricultural projects can be 

wholly integrated into local society, mainly due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four 

mechanisms: The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mechanism to mobilize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efficient technology diffusion system, the stable market 

continuum,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activation of traditional livelihood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agricultur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side encouragement 

from market and outside guidance from government. It also should to discover local 

advantages and explore diversified roads of green agricultural, that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respect the subjectivity of peasants. 

Keywords: Endogenous green agricultural project; Exogenous green agriculture 

project; agro-ecological transition; Embedding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随着石油农业弊端的充分暴露，推动农业生态转型的呼声日益

强大。2017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质量兴农”，强调农业现代化要突出“绿”

字，多措施、全方位推进农业绿色发展。2017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创新体制

机制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就绿色农业发展做整体部署与推进。2018年、

2019年和2020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对农业农村环境治理及绿色农业发展做出强

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从“绿色革命”

向绿色、高质量发展实质性迈进的起步期
[1]
。为促进农业生产生态转型，加快现

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各地都在积极发展绿色农业项目，但一些地区却出现了的绿

色农业项目“水土不服”的现象。众所周知，绿色农业在缓解农业环境压力、提

高农业经济效益、改善食品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实现农业生态转型并非

一蹴而就，也无固定模式供照搬套用。因此，急需厘清农业生态转型的社会机理，

积极探索契合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反映农民需求的绿色农业发展之道。本论文试

图回答绿色农业项目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绿色农业项目中各种主体的角色与职

责如何？农业绿色项目成功运行的条件有哪些？如何处理绿色农业项目与地方

既有农业传统之间的关系？ 

依据农业政治经济学对南亚、东南亚国家农业转型的研究，揭示了两种主流



 

 

的农业转型主导力量：商品化浪潮背后的市场力量，农业政策背后的国家及其权

力结构[2-3]。在市场主导的农业绿色转型实践中，农民常被理解为“理性经济人”，

认为绿色商品的高收益是刺激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内在动力，强调商品化、市场

化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4]
。但是绿色技术常常难以扎根乡村社会，特别是农业

技术供给系统与分散农户对接的困境，降低了农户对绿色技术的信任与采用意

愿。因此，降低绿色技术采用风险，有助于提升农户接纳和采用意愿 [5] [6] [7]。但

实际上，农民也并非是完全的“理性经济人”，除了风险考量，农户对新技术的

选择还受地方传统文化观念、生计结构、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需要从本地

人视角看待新技术与农业发展
[8]
。另外，从农业生产活动特性以及国家粮食生产

安全的角度考虑，单纯依靠市场化力量来发展绿色农业还可能引发“市场失灵”

与“粮食危机”[9]。因此，依靠市场力量来主导农业绿色转型，并非最优选择。 

国家主导农业生态转型隐含这样的预设：国家是农民的利益代理人。国家力

量多采取项目的形式自上而下地推广绿色农业项目，国家力量或作用于技术进步

和农业商品化，推动农业绿色变革，或通过宏观管理、产业政策、组织与技术创

新体制等对绿色农业发展产生影响[10]。但是国家力量主导的农业生态转型也存在

两个悖论，首先，国家主导的农业生态转型具体落实依赖于地方基层政府，但是

基层政府部门并非总是忠实的代理者。在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中，基层政府有自

身的利益所求，地方政府往往是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

于一身的“双重角色”[11]。这种双重角色给地方农业发展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基

层政府或迫于上级政府压力，运动式推广绿色农业，或从自身政绩、利益出发，

有选择地、变相地发展绿色农业[12]；其次，国家力量主导的绿色农业项目容易忽

视农户自身的主体性，导致农户参与不足，农户与农村社会的真实需求难以有效

表达，违背农业生产规律[13]。由于以上悖论的存在，国家力量主导的农业绿色项

目常常“虎头蛇尾”，“好心办坏事”。 

实际上，农业生态转型是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农民等多元社会

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各主体在农业生态转型中承担的功能不一，不能

相互取代
[14]
。要克服政府在农业生态转型中的越位、错位，尊重市场规律，更要

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要想转变传统农业，

必须重视与尊重农业生产的主体。同理，农业生态转型与农民发展是两个紧密相

关的命题，发展绿色农业离不开发挥农民及农村社区的主体性作用[15]。 

农业转型的基本要义是农业发展模式的“范式转换”。农业生态转型则预示



 

 

着建构一种更理性的现代农业范式，以绿色、生态为核心理念，追求农业生产中

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和谐[16]。作为一种新的农业发展范式，绿色农业与传统

农业、石油农业既有本质区别，但也有无法隔断的内在联系。农业生态转型不是

彻底抛弃传统农业，也不是简单回归传统农业，而是对传统农业中蕴含的生态智

慧进行再认识与创新，寻找绿色农业技术与传统生态智慧的耦合[17]。农业生态转

型也不是完全抛弃石油农业，石油农业引发的环境污染，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

是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诱导力量和市场契机[18]。 

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明确了政府、市场在发展绿色农业项目中的引导

作用，但不可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村、农民是理解农业生态转型的重要视角。

农户的主体地位如何保证，如何协调好政府、市场、农户三种力量的关系，值得

进一步探索。在农业生态转型内容方面，已有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商品化、农户

风险意识等要素对发展绿色农业的影响，但对农业绿色项目产生、发展的微观社

会运作机理的揭示仍不够充分。已有研究表明农业发展具有历史性与系统性，绿

色农业项目不是对已有农业传统的简单否定，应在尊重地方农业传统与乡村社会

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发展。但如何处理好新的绿色农业项目与农户既有生计

传统的衔接、转换与创新发展，需结合实地案例挖掘多样化的符合农村经济社会、

自然特点的绿色农业项目运作之道。 

本文的实证材料来自笔者2015至2019年间共计30余天在皖中农村就农业绿

色项目展开的田野调查。调研方法方面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收集资

料，主要观察村庄自然、经济环境、村庄社会结构、绿色农业项目实际运行情况

等，选取乡镇干部、乡镇技术员、村委干部、村民小组长、乡村精英、普通村民

等群体进行深度访谈。田野调查兼顾宏观情势把握与微观实践运行。宏观上从纵

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村庄社会生活、绿色农业项目发展模式

等方面情况进行总体把握，微观方面重点关注了W村的两次绿色农业转型实践。

下文将聚焦W村的绿色农业项目，从农民视角考察绿色农业项目如何进入乡村，

如何被农户认识、选择、接纳与发展。 

W 村位于皖中，种养结合是当地农户生计结构的主要特点。2018 年底，W

村共有土地面积 71 平方公里，207 户，789 人。由于村庄地处皖中丘陵地带，梯

田和低山是主要地貌特点，历史上 W村所在地区主要种植水稻、红薯，兼饲养鸡、

猪、牛等家畜。2010 年，为推进当地农业生态转型，政府在 W 村推广种植双孢

蘑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项目推广失败。2014 年 W 村开始了第二次农业生态



 

 

转型尝试，这次转型由返乡农民发起，以家庭小规模种养结合为特色，发展绿色

农业项目，经过 6年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发展势头良好。 

 

二、政府推动的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及其失败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生态文明执政理念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发展绿色农业的

积极性很高。2009年C市启动了“绿色农业”品牌建设项目，同时结合新型农民

培训、科技入户等项目，扶持与推动农业生态转型。2010年W村被地方政府选为

双孢蘑菇种植示范村之一，政府计划在W村先行试点，树立绿色农业项目发展典

型，积累经验，再向周边农村推广。为保障W村双孢蘑菇种植项目的成功，地方

政府从技术供给、资金支持、组织管理等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做好绿色农业技术知识宣传与培训。考虑村民对绿色农业及双孢菇种

植知识的认知与了解十分有限，市、镇农技部门牵头组织开展了三轮宣传推广工

作。第一步，集中发放宣传手册，通过宣传手册帮助村民知晓双孢蘑菇种植的基

本知识、市场价值、生态环境影响等；第二步，为村民免费提供绿色技术培训，

政府从安徽农业大学请来专家，为村民免费提供绿色技术培训；第三步，镇农技

部门承诺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安排地方政府农技人员与种植示范户结对帮扶，为

种植户提供全程技术支持。 

再次，资金支持方面，利用财政补贴、免息贷款吸引农户积极参与。村民双

孢蘑菇种植的投入主要有三块：菇棚，辅料、菌种等，以一亩双孢蘑菇计算，种

植成本约3.4-4.6万元。其中菇棚是大头，成本约2.5-3万元，地面菌床0.7-1.2

万元，菌种0.2-0.4万元。政府对种植户的财政支持可分为两部分：直接财政补

贴和免息贷款支持，每亩大棚政府直接补贴2000元，农户还可申请享受1-10万元

的免息贷款。 

最后，组建“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与绩效考核机制，通过行政管理与绩效

考核机制保障项目实施效率。实行“市-镇-村”的推进模式，市、镇两级分别成

立“绿色农业品牌项目建设小组”，组长都是分管农业的一把手担任，村一级工

作由行政村书记负责。同时对项目工作实施年度绩效考核，对每一级政府（组织）

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展开评价。政府试图通过构建“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网络，

保障农业绿色项目高效、有力实施。 

政府通过各项措施将W村的双孢菇种植项目“扶上马”，但是项目的实际运行

却困难重重。首先，技术嵌入困境是导致项目失败的关键因素，政府书面化和运

动化的技术宣传与培训难以被村民接收和消化，绿色技术难以扎根乡村社会。政



 

 

府通过讲座、宣传册等形式向农民输入知识，但是村民难以掌握“PH值”，“菌群”

等技术话语，特别是把专家讲授的“书面知识”转换为具体操作方法时，村民普

遍遇到困难，“专家讲的都是理论，用的时候心理没谱”。其次，政府技术供给与

农户技术需求二者之间的时空错位。政府的技术支持主要集中在项目宣传期，农

户技术需求则贯穿于项目实施过程。早期政府农技人员多次进村宣传，如发放小

册子、开展专家讲座等，但村民没有实际种植经验，对技术知识不敏感。进入项

目实施阶段，农户有了真实的技术需求，但获得技术支持反而减少。尽管政府规

定市镇农技人员与农户结对子，但是实际上住在市镇的农技专家很少有时间进

村，加上市、镇农技人员数量较少，无法为分散的农户提供长期有效的技术支持。

农户技术掌握不到位，病虫害控制不好，导致双孢菇产量低，品质差，种植收益

不理想。 

其次，市场销售不畅加速项目失败。从销售定位来看，政府将W村双孢菇的

销售定位于城市居民高端消费，政府的销售策略以拓展外地大城市市场为目标，

重视与外地大企业对接销售，这导致农户在销售市场中缺乏话语权，价格制定、

品质把控都受制于外地经销商，农户十分被动。在外地市场销售遇阻的情况下，

政府尝试开拓本地市场，但是本地居民没有食用双孢菇的习惯，居民称双孢菇为

“洋菇”，并认为“洋菇”味不美，且价格贵，以致本地市场销量仅占一成。外

地市场不易打开，本地市场又无法对项目形成基础性支撑，销售困境严重挫伤农

户种植信心，加速项目失败。 

2010年，W村有23户农户参与种植项目，共种植27.3亩，23户农户中，4户盈

利良好，每亩收入1万元，10户微有盈利，9户亏损。过半种植户失去信心，原本

持观望态度的农户则变得更为谨慎。2011年，尽管政府一再鼓励农户坚持种植，

但是实际仅有8户种植了6.5亩。2010至2011年间，双孢菇销售困难的问题一直没

有解决，农户的种植意愿不断降低，2012年，仅5户种植4.3亩，其中3户都是村

干部，迫于头带示范的压力坚持种植。2013年以后，村里就没人种植双孢菇了。

W村双孢菇种植项目艰难运行了3年，以失败告终。 

 

三、乡村精英引领的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及其成功 

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一场由食品消费趋势变化而引致

农业结构调整的“隐性农业革命”
[10]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攀升，中国

人的食物消费需求已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变为重视食物品质、食物安全及食物消

费的美好体验。食物消费趋势的变化也调动农村精英群体追求农业转型与变革的



 

 

积极性。 

政府发起的绿色农业项目虽然失败了，但它将绿色农业的理念带入乡村，激

发乡村精英群体转变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2014年，乡村精英Y发起了W村农业生

态转型的第二次尝试。村民Y曾是兽医，早年在江苏的养猪场养过猪，并且还当

过村干部，这些经历使得村民Y“懂技术，有眼光”。2013年，因孩子教育问题村

民Y从城市返乡定居，Y想在家乡创业，但苦于没有好的项目。回乡生活一段时间

后， Y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正在发生分化，一部分收入较高的农户已不满足

于从市场上购买的普通养殖家禽，这类肉口感差，安全性也无法保证。他感觉可

以试试生态种养项目，种红薯，养殖黑毛猪和山鸡。结果产品供不应求，第一年

就盈利3万多。2014年Y正式开启了他的生态种养创业之路，Y承包了村里20亩田

山地种植红薯，收获的红薯加工成粉丝出售，薯渣饲养黑猪与山鸡，猪粪则作为

有机肥料回地，种养结合，形成了良好的农业能量循环。Y生产的粉丝、猪肉与

鸡肉品质好，口感佳，生态安全，不少人慕名上门来购买，特别是春节前后，返

乡的农民争相购置，市场销路很好。2014年底Y净获利约6万元。2015年，Y在原

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规模，净获利9万元。 

Y创业成功的例子很快成为周边乡村学习榜样力量，由于养猪、养鸡和种红

薯是当地的传统生计方式，对普通农户而言技术难度不大，一些精明的农户也在

村里搞起了小规模家庭绿色种养。2016年，W村有已6户加入家庭绿色种养行列，

其中有3户是外地返乡农民，他们正是看到Y的绿色农业项目收益稳定、丰厚，才

敢于返乡创业。2017年，共有11户参与。 

随着新农户的不断加入，慢慢形成规模效应，但也引发新问题。农户间相互

压价，恶性竞争。一些农户为了抢客户，降价销售，购买商则趁机压价。价格恶

性竞争导致农户获利空间不断压缩，农户生产积极性降低，一些无力应对“价格

战”的农户从养殖场购买饲料喂养的猪和鸡，改用薯渣、稻糠饲养一个月，再打

着“生态”的幌子销售。甚至有少数农户直接从养猪场购进黑猪，冒充自家饲养

的生态黑猪对外出售。价格战导致产品品质下降，消费者不认可，W村的绿色农

业项目发展遇阻。 

地方政府及时介入，助推绿色农业项目良性发展。2017年12月，镇政府推动

成立绿色种养合作社，扶持W村绿色农业发展。选任Y任为社长，重点抓生产，分

管农业的副镇长李先生和村支部书记刘先生担任副社长，负责产品销售。社长Y

负责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管理生产过程。合作社帮助分散农户实现养殖过程中



 

 

技术操作的规范化与标准化。由镇畜牧站站长和Y领头，联合懂技术、有经验的

农村精英，制了定农户技术指导手册，分发给农户。合作社免费为农户提供相关

技术指导，规范农户生产行为，合作社与农户签订生产过程管理协议，确保农户

家庭养殖必须按照合作社技术规定进行，严控农产品品质。村民Y集社长、养殖

户、技术员、监督员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对上承接政府技术支持，对下与普通农

户实现技术对接，并且Y居住在村里，亲自示范种养，可以随时为村民提供技术

示范与讲解，还能督促农户自觉遵守合作社技术规范。在销售方面，副镇长和村

支书抓销售工作后，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首先，确立了统一的销售体系。普

通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合作社，与合作社签订合同，农户按照合作社的要求开

展种养，最终的商品由合作社统一定价并销售。其次，突出“绿色牌”，提升合

作社品牌价值，重视重点人群的推广。在镇政府的支持下，注册申请“惠农”商

标，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网络拓展本地消费市场，对春节前后返乡的农户、回乡治

疗休养人群等重点销售消费对象展开销售。同时合作社也在积极拓展互联网销

售，特别2020年初新冠疫情期间，合作社通过微信、抖音等APP 积极开展线上销

售接单，线下无接触配送，借助互联网、熟人圈等实现农产品的短链供应，实现

消费者与生产者直接对接，有效地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危机。  

政府及时介入加强了对农户的组织与管理，理顺了生产和销售的关系，W村

绿色生态农业项目迈入健康发展道路。2018年以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的指

导下，项目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获得政府的积极支持，2019年W村的绿色农业项目

被地方政府列为“绿色农业品牌”重点建设项目。环保公益组织也与合作社建立

其合作关系，开展活动，如以W村为基地，组织亲子绿色种养营等活动，宣传与

推介W村的农业绿色转型经验，组织相关农技专家进村等。项目步入健康发展轨

道后，又有新农户不断加入进来，截止2019年12月，已有23户农户自愿参与合作

社，养殖品种也从原来的黑猪、山鸡拓展到羊、鸭、鹅等。  
 

四、两种绿色农业项目运行的关键因素对比 

W村的两次农业绿色项目结果迥异。下文将结合W村的两次绿色农业项目发展

实践，从组织、技术、市场、生计文化等方面展开对比分析，梳理绿色农业项目

进入乡村并成功运行的社会条件，为引导与帮助小农发展绿色农业项目提供教训

与经验。 

1.组织整合机制 

尊重农户的主体地位，形成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组织整合机制是绿色农业项目



 

 

成功转型的关键。在政府发动的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中，政府运动式推广与普通

农户参与之间存在明显断裂。政府是W村农业绿色转型项目的发起者和主要推动

者，项目初期借助“市-镇-村”三级准科层化的组织体系，短期内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将项目扶上马。一旦完成项目推广目标，来自上级压力消退，政府

工作人员的行动就失去动力支撑。村民反映“一开始搞双孢菇种植时，干部跑断

腿，后来，真干了，反而没人来（村民魏先生访谈，2016-4-23）。”不可否认科

层制理具有精确性、效率高、持续性、统一性等优点，但科层化的治理手段也兼

具诸多内生缺陷：实施手段的刚性与不灵活、排斥公众参与等[20]。政府运动式推

广拒斥农户参与，以致农户的知情权、表达权与参与权无法保证，农户没有被真

正组织动员起来。政府主导的运动式推广模式运行成本高，没有农户的自觉参与，

导致项目后续发展乏力，无法持续。 

精英发起的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中形成了“农户参与-精英示范-政府帮扶”

的组织整合机制，普通农户、乡村精英与政府力量之间实现融合。首先，农村社

会强烈的发展需求，构成了W村农业生态转型的内生动力。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

发展过程中，普通农户自觉参与，从项目选择，到技术掌控等方面，农民的主体

地位得到保证，为项目成功奠定了良好的乡村社会基础。地方政府及时介入，主

动引导和服务，化解了乡村农业绿色项目面临的农户合作、市场对接等关键难题，

对W村农业发展起到了良好外力助推作用。乡村精英位于组织链条的中间，起到

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促成了村民、政府两种不同力量的糅合。在项目发展过

程中，生态精英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并且亲身实践与示范，调动了农户参与的

积极性。与普通村民相比，乡村精英对国家的农业政策、农业信息资源等更为关

注和敏感，乡村精英也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关注与支持，是政府乡村工作的重

点对象。换言之，乡村精英更易与地方政府部门建立持续性互动关系，这就使得

乡村精英在正规与非正规资源方面，都更易获得支持，使得政府资源能够更快、

更多、更准地进入村落。通过精英的链接机制，W村农业绿色转型项目实现在组

织层面形成软性嵌入，形成了农户致富、精英创业、政府引导的合力。 

2.绿色技术嵌入链条 

良好有效的农技扩散体系是发展绿色农业的基础。新技术要扎根乡村，要经

得住两个环节的考验，一是进得去，即解决技术“入场”问题；二是要落脚、扎

根，即技术融入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中。在W村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发展实践中，

新农业技术供给仅实现“入场”，后遭遇政府农业技术推广中最常见的“最后一

公里难题”，即政府农技推广体系与分散的小农社会之间存在断层[21]。这种断层



 

 

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技术供给主体与受体的话语断层。W村民没有双孢菇种植经

验，村民缺乏双孢菇种植技术的亲身体验与感知，完全依赖政府技术体系供给。

但是，受话语体系的影响和已有知识结构的限制，普通村民常常难以接受与消化

政府引入的技术专家知识，技术专家的话语体验具有科学化、标准化、专业化的

特点，而普通农户更倾向于接受日常化、形象化、本土化的技术话语体系；二是

技术供给主体与受体之间的时空错位。政府技术供给主要在项目推广初期，而农

户的真实技术需求则集中于项目实践环节；且政府技术推广体系中的专家多高高

在上，住在城镇，既无法为乡村村民提供鲜活的技术示范，又不能随时满足村民

的技术需求。政府技术供给体系与小农乡村社会无法有效对接，绿色技术脱嵌于

乡村社会，成为外源型农业绿色项目夭折的重要原因。 

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中形成了政府农技专家-精英“土专家”-普通农户的技

术扩散链条。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农民是理性的，新生态技术投入越少，失败

风险越低，就越容易进入农村
[22]
。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能较好地结合农户已有的

技术经验积累、技术认同，大大降低了农户对新技术的风险担忧，农户风险控制

体验良好，更倾向于接受新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新技术“入场”障碍。而乡

村精英作为技术嵌入链条的中间环节，实现了政府集中技术供给体系与分散小农

的对接。乡村精英向上承接了政府农技系统的知识输入，乡村精英学习与接受新

技术意识强烈，会积极面向上寻求政府、高校专家的技术支持，借助乡村精英的

这个联结点，政府农技支持可以最快进入乡村。向下看，精英“土专家”扎根乡

村，且是熟人社会中的一员，农户与精英“土专家”的熟识程度有助于提升农户

对绿色农业技术的信任，而且农户遇到困难，可随时寻求精英帮助，农户获取技

术的路径简单、易行。凭借精英“土专家”的在地状态，政府才能真正实现绿色

农业技术在乡村社会扩散、转化。 

3.市场激励与考验 

绿色农业项目成功运行最终还要经受住市场考验。政府发起的外源型绿色农

业项目以外地大城市销售为方向，无形中放大了小农户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在

外地市场销售遇阻的情况下，政府被迫尝试开拓本地市场，但是本地市场对项目

产品接受程度很低，项目产品最终无法获得市场认可。终端没有良好的市场销售，

前端生产难以持续。外源型的绿色农业项目忽视市场销售体系与地方社会的连续

性，导致项目市场销售与农村社会脱节。 

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形成了以本地熟人市场为依托，外地市场、网络销售为

方向的市场连续体。在销售对象定位上，迎合本地市场消费升级的新需求，产品



 

 

定位于注重追求食品的健康与美味的新农民群体。项目初期本地市场是销售主

体，近70%产品在本地熟人市场能消化掉，为项目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环

境，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借助农村熟人社会网络，拓展市场销售，项目市

场销售圈与乡村熟人关系圈是重叠的，随着熟人关系圈的扩大，市场销售范围自

然拓展。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群体不断把W村的绿色农产品推介到城市，以农

村熟人网络为基础的销售网络，也随之延伸到城市。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中，本

地市场的托底使得小农应对市场风险能力增加，也为小农在市场拓展中争取到更

为主动的地位，不会被动受制于市场。 

4.生计文化传承 

农业生产是经济行为，更是社会文化现象。一个地区生计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是地方经济社会、自然系统中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内在合理性与稳定

性，并且特定生计模式还会衍生相应的农业生计文化传统，以维持该生计模式的

延续与发展[23]。W村是典型的丘陵山区，历史上农户主要种植水稻和红薯，饲养

鸡、猪、牛，种养结合。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中，政府强行干预农户种植双孢菇，

绿色农业项目与地方已有生计传统脱节，与地方传统农业生计文化之间存在断

裂，农业绿色项目脱嵌于地方原有生计文化。政府看好的“致富菇”，到村民村

眼里就变成“洋菇”或“外来菇”，农户对种植双孢菇认同度低是项目转型失败

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 

“政府的愿望是好的，但是那个洋菇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不喜欢。我们这里

原来主要种水稻、红薯什么的，大家都习惯了，突然种这个，不少人搞不好。还

有就是种出来的“洋菇”我们自己不吃，又不好卖，那东西是鲜货，又不能存放，

卖不掉就看着它烂掉了，喂牲口都不行，哪有种粮食实在？”（W村村主任王先生

访谈，2017-8-5） 

内生型绿色农业发展项目重视地方传统生计文化的传承与活化。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农民对新技术的选择受本地传统生计结构及其背后的自然环境制约，这

种制约主要通过生计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W村地处皖中丘陵地带，种粮、饲养

家畜是当地农业生计安排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在家庭内部实现种植业与

养殖业的结合，实现物质资源充分利。正如一位老农所说“栏中无猪，田中无谷。” 

种养结合的生计结构安排是传统时期的小农遵循自然农业法则，降低生计成本与

风险的最优选择，对农户生计世代延续十分关键，人们积累了大量种养结合的地

方性知识，这一传统深深植根于当地农户的文化认知中。种养结合的生计文化认

知系统必然影响与制约农户对新技术的选择。内生型农业绿色项目正是遵循了当



 

 

地传统生计安排，在文化认知层面，项目顺利嵌入本地生计文化系统，实现了传

统农业生计文化的活化与传承。 

 

 

五、结论 

绿色农业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及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探究绿色农业项目

进入并扎根于农村社会的社会机制尤为重要。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外源型绿色农

业项目能够迅速进入乡村，但项目难以扎根乡村社会。在政绩驱动下，地方政府

可以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自上而下地将绿色农业项目快速植入农村，但却

存在农业绿色项目与农民、农村社会、地方农业市场体系及传统生计文化之间的

四重断裂，项目脱嵌于地方社会，是其失败的总体性原因。相较于外源型农业绿

色项目，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发生于地方社会内部，乡村精英是项目发起与发展

的重要组织者，农民是主要参与者，政府则是外在的扶持者与监管者。内生型绿

色农业项目更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实际，能够给农户、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切实

利益，更易获得到地方社会认同。具体而言，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的成功，主要

源于四个关键机制的支撑：组建“农户参与-精英示范-政府扶持”的组织整合机

制；形成“政府-精英-农户”的绿色技术扩散机制；依托熟人社会构建稳定的市

场销售机制；实现传统生计文化的传承与活化机制。正是这四个机制的协同作用

使得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能够整体性嵌入地方社会，帮助项目在乡村经济社会系

统中扎根、成长。 

首先，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是农业模式转型的重要特质，构建合理、稳定、协

调的多主体关系是农业项目成功运行的关键[24]。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成功的关键

在于尊重农民及农村社会的主体性，以农村精英为核心，形成乡村社会多元力量

的整合。农户是主体参与力量，普通农户的经验认知及自觉参与是项目发展过程

中的积极推动因素。重视发挥农村精英的多重角色身份，农村精英是项目的发起

者、示范者、组织者。政府是外在的推动者、扶持者，政府介入应建立在尊重农

民主体性的基础上，借助政府的外力，为项目发展构建合理的制度环境，保证项

目的健康发展。 

其次，生态技术扎根乡村是绿色农业项目顺利运行的基础条件。从社会学、

人类学的视角看，生态技术进入乡村还要考虑新技术与农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

文化的适应[25]。发展绿色农业应重视寻找绿色技术应与地方传统技术之间的链接

与耦合点，降低绿色技术进入门槛。生态技术与传统技术的耦合有助于农户将先



 

 

前经验的移植，降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风险担忧。乡村精英则是完成绿色技术本

土化转化的重要人群，通过精英群体的亲身种养实践，传统技术的发展、创新与

新技术的本土化同时进行，以精英为中心的乡土熟人关系网络是绿色技术在乡村

扩散的基本路径。 

再次，成熟稳定的市场销售体系是项目持续发展的重要激励机制。农民的市

场交易行为受熟人社会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与制约，内生型的绿色农业项

目重视本地熟人市场的开发与深耕，借助乡村社会特质，形成稳定销售网络，将

项目市场销售嵌入地方社会。另外，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市场销售模式

具有很高的韧性和延展性，重视市场销售与地方社会的之间的关系，良好的本地

市场销售对项目发展形成托底作用，为后期项目参与外地市场销售与网络销售竞

争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最后，传统生计文化的传承与活化是绿色农业项目成功运行的深层乡土文化

基础。当地方传统生计方式因外力干预而必须发生转变时，地方族群在重构新的

生计方式时是会积极尝试寻找新生计方式与原有文化心理上的整合与适应[26]。发

展绿色农业不能简单隔离传统地方生计文化影响，应重视传统地方生计文化的惯

性，要正视地方农业发展的经济社会、自然基础，尊重已有的农业文化观念、地

方生计结构、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对农业绿色项目的影响。对传统生计文化中的

智慧再认识与再发展，可以为绿色农业项目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 

发展绿色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对中西部农村地区而言，发展绿色农业要从农民视角出

发，从农村经济社会的真实情况出发，关照农村经济社会的多样性，探索与挖掘

“接地气”绿色农业项目。在尊重农村主体性地位的同时，还应重视市场内在激

励和政府外在引导，构建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循序渐进地引导地方农业生态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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